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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李玉娟,董子婧
(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程度不断深

入,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是否具有优良的减贫效应,减贫效应是否会因国家属

性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的影响,这种减贫效应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机制来传导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

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 文章基于 2009—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 63 国的面板数据,依照所

属区域大致将沿线 63 个国家划分为六大板块,构建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

分析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并采取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探索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传导机

制。 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东道国贫困率的成效显著,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拉

力”,显著地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减少。 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减贫效应不存在明

显的地理区域偏向性,也不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为绝对界限;以“是否布局有孔子学院”作为代理变量来

衡量文化距离的远近,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效果更为优良,而对于“文化距离远”的国家影响并不显

著。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挥减贫作用的过程中,就业创造与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了

部分中介效应的功能,通过这两种机制,东道国经济的自生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中国通过创造就业岗位与完善基础建设“双渠道”,提升东道国的自生能力,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

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发展步入良性循环。 通过关注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地挖掘贫困地区潜在

市场的比较优势,来实现自主减贫。 与“输血式”减贫相比,这种“造血式”的减贫方式以提升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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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更为有效而持续。 为避免模型中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滞

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原结论仍然成立;为保证文章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采取分别替换

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基于上述分析,文章

提出以就业岗位创造为本、以人才培训为源、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

促进减贫合作。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减贫效应;“输血式”减贫;“造血式”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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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践行、探索着大规模扶贫开发计划的实施,截至 2020 年,中国在消除绝

对贫困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依照我国现行贫困标准,7. 7 亿农村贫困人口已摆脱贫

困,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依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

口 70%以上①。 中国不仅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道路,也为周边国家的减贫实践提供了

“中国样本”“中国方案”,为世界反贫困斗争作出巨大贡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跨度广,风俗习惯、发展状况、历史渊源、治理模式等都差异较大,其反

映出来的贫困现象与贫困问题也相当庞杂不一,可大致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贫困程度不一,贫困

人口基数大,贫困率普遍较高。 从世界银行公布的国家贫困率数据看,沿线国家普遍面临着贫困治

理的问题,仅有中东欧地区的贫困情况相对缓和(见表 1)。 其二,贫困现象渐趋多元化[1] ,贫困问题

渐趋复杂化,缺乏行之有效且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贫困治理方案。 鉴于现实情况,要如期完成联合国

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推进全球减贫,改善全球治理”的目标任重而道远。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在此

构想框架内,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开发合作不断深入,尤其是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引领的区

域减贫合作不断加强。 面对严峻的贫困形势,中国勇担大国责任,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为沿

线国家提供了援助和投资并举的贫困治理方案[2] 。 随着区域减贫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逐渐成为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重要的投资国。 那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沿线国家是否具有优良的减贫

效应? 减贫效应是否会因国家属性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的影响? 这种减贫效应又是通过何种渠道、

何种机制来传导的? 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中基于 2009—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 63 国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全样本回归、分样本回归和

中介效应检验,从而得到相关结论,并尝试给予优化投资流向、促进减贫合作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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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②

区域归属 国家
按国家贫困线衡量的贫困人口比例(%)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经济发展水平

东北亚
蒙古国 - 38. 8 33. 7 27. 4 - 21. 6 - 29. 6 - 28. 4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俄罗斯 13. 0 12. 5 12. 7 10. 7 10. 8 11. 2 13. 3 13. 3 13. 2 12. 9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东南亚

印度尼西亚 14. 1 13. 3 12. 5 12. 0 11. 4 11. 3 11. 2 10. 9 10. 6 9. 8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泰国 17. 9 16. 4 13. 2 12. 6 10. 9 10. 5 7. 2 8. 6 7. 9 9. 9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越南 - 20. 7 - 17. 2 - 13. 5 - 9. 8 - 6. 7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菲律宾 26. 3 - - 25. 2 - - 21. 6 - - -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柬埔寨 23. 9 22. 1 20. 5 17. 7 - - - - - -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缅甸 - 42. 2 - - - - 32. 1 - 24. 8 -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南亚
印度 29. 8 - 21. 9 - - - - - - -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巴基斯坦 - 36. 8 36. 3 - 29. 5 - 24. 3 - - -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西亚、北亚

土耳其 16. 9 16. 1 16. 3 15. 0 15. 0 14. 7 14. 3 13. 5 13. 9 14. 4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也门共和国 - - - - - 48. 6 - - - - 低收入国家

格鲁吉亚 34. 9 37. 3 34. 1 30. 0 26. 2 23. 5 21. 6 22. 0 21. 9 20. 1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亚美尼亚 34. 1 35. 8 35. 0 32. 4 32. 0 30. 0 29. 8 29. 4 25. 7 23. 5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中东欧

保加利亚 - - - - - - 22. 9 23. 4 22. 0 22. 6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北马其顿 27. 0 26. 8 26. 2 24. 2 22. 1 21. 5 21. 9 22. 2 21. 9 -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塞尔维亚 - - - 24. 5 25. 0 26. 7 25. 9 25. 7 24. 3 -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黑山 - - - 25. 2 24. 1 24. 4 24 23. 6 - -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乌克兰 5. 8 8. 6 7. 8 9. 0 8. 3 8. 6 6. 4 3. 8 2. 4 1. 3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白俄罗斯 5. 4 5. 2 7. 3 6. 3 5. 5 4. 8 5. 1 5. 7 5. 9 5. 6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摩尔多瓦 - - - - - 29. 5 25. 4 26. 4 27. 7 23. 0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中亚

哈萨克斯坦 8. 2 6. 5 5. 5 3. 8 2. 9 2. 8 2. 7 2. 5 2. 5 -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 31. 7 33. 7 36. 8 38. 0 37. 0 30. 6 32. 1 25. 4 25. 6 22. 4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塔吉克斯坦 - - - - 34. 3 32. 0 31. 3 30. 3 29. 5 27. 4 低收入国家

一、文献综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减贫开发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既有文献大多是将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与减贫效应分别进行研究,基于以上两个独立视角进行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果。
(一)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

目前,学界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投资风险分析。 陈炜煜和顾煜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出劳动力成本是制约对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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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资规模的主要风险因素,制度风险也逐渐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产生重大影响[3] ;唐晓彬等

构建“VHSD-EM”模型,测算了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指数,得出的研究

结论表明沿线国家间、区域间、区域内的风险指数水平差异较大[4] 。
第二,投资区位选择。 有关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考察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华关系、清廉水

平、信息透明度、税收环境、资源禀赋差异、文化距离等多方面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

影响[5-10] 。
第三,投资效果评价。 Fu 等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中

美两国的对外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

正效应与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11] 。 江风和郭亮[12] 、潘春阳和吴青山[13] 重点探索了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效应,经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部分发展水平落后、
治理能力不足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其增长效应进一步被放大,有助于东道国走向良性循环

的经济发展道路。
综合而言,目前学界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投资风险分析、投资区位选择与投资效

果评价等问题,较少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予以关注,因此也较少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减贫

相联系进行研究。
(二)针对中国减贫合作的研究

与中国减贫合作相关的研究主要在“输血式”的对外援助和“造血式”的对外投资两个框架内

进行。
部分文献从援助的视角出发:鞠海龙和邵先成深入分析以中国与东盟减贫合作为代表的援助

项目,得出的结论表明,中国的减贫项目不带任何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有效推动了受援国贫困人

口减少与经济发展[14] 。 部分文献从投资的视角出发:郑燕霞基于动态面板 GMM 估计方法和比较

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出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与非洲东道国减贫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15] 。
部分文献则综合二者进行研究:张原分别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拉美国家、发展中国家为样

本,对中国援助与投资的减贫效应进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援助与投资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率,
投资与贫困率之间还存在门槛效应,在人均 GDP 低于门槛值的国家,中国投资的减贫效果

更好[2,16] 。
在既有文献中,运用计量模型的定量研究较少,仅有少量文献运用定量实证的方法对减贫效应

进行分析;基于援助与投资“双管齐下”式的研究较多,聚焦于投资单方面的深入研究较少;基于对

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类别进行分样本回归的研究较多,从样本国家的属性出发进行分样本回归的研

究较少。 因此,该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内容与视角方面还有一定的拓展空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

贫效应也有待进一步发掘。
对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第一,以更为聚焦、更为直接的视角探究中国对外投资的

减贫效应,作为对直接投资视角的减贫效应研究的补充;第二,在已有的实证研究基础上进行创新,
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模型,采用 2009—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 63 国的面板数据进

行实证研究,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果;第三,按照“一带一路”沿线 63 个国家的不同属性

展开创新性异质性研究,将沿线国家依据文化距离、地理距离、洲际归属、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不同

的组别,进一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组别减贫效果的异质性影响;第四,运用中介效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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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方法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作用机制。 以就业创造与基础设施建设为中介变量,进一

步阐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作用于东道国减贫的传导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关注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地挖掘贫困

地区潜在市场的比较优势,以实现自主减贫[17] 。 这种“造血式”的减贫方式以提升自生能力为导

向,更为长效而持续。 对于个体而言,就业是脱离贫困的重要手段;对于国家而言,基础设施的作用

举足轻重。 基于此,本文中将从就业创造和基础设施建设两个层面展开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作

用于东道国减贫的理论机制分析(见图 1)。

图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作用于东道国减贫的理论机制分析图

(一)就业创造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动力源”,要想让贫困群体真正走出贫困、远离贫

困,只有拥有劳动技能、实现稳定就业才能做到。 中国企业积极响应“走出去”的号召,在“一带一

路”沿线投资建厂,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充分在人力成本较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布

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东道国的就业难题,让贫困群体拥有较为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提高了人

均收入水平,缓解了失业现象与社会矛盾。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就业拉动效果显著,有利于促进“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失业率的下降,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活力,进而改善东道国的贫困状况。
(二)基础设施建设

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受到基础设施不足的制约,使得自主型、开发式的减贫模式无法展

开,但基础设施属于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具有投入规模大、资本回收期长、利润回报率低的特

性,私人资本一般不具备进入该领域的意愿与能力。 近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显现出产能

过剩与比较优势并存的特点,这恰好与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短缺的矛盾相契合,中国

在该领域的投资日益成为对外投资的重点。 从长远效果看,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有利于生产

成本的下降、生产效率的提高与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促进产业工业化的发展,也有利于吸引国际

化的资本进入当地市场,其网络化的布局与互联互通的属性对经济发展将会起到“1+1>2”的作用。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改善其基础设施状况,

助力东道国突破基础设施瓶颈,夯实经济发展基础,步入拥有自生能力的良性循环,进而加速减贫

效应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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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重点实证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减贫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 基

于样本的合理性与可得性,采用 2009—2019 年跨国面板数据,样本涵盖
 

“一带一路”沿线 63 个国

家。 依照所属区域大致将沿线 63 个国家划分为六大板块(见表 2),其中,东北亚板块样本 2 个,东
南亚板块样本 11 个,南亚板块样本 7 个,西亚与北亚板块样本 19 个,中东欧板块样本 19 个,中亚板

块样本 5 个。
表 2　 样本选取国家分组③

所属区域 样本个数 国家

东北亚 2 蒙古国、俄罗斯联邦

东南亚 11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缅甸、老挝、文莱、东帝汶

南亚 7 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马尔代夫、不丹

西亚、北亚 19 阿联酋、科威特、土耳其、卡塔尔、阿曼、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巴林、以色列、也门、埃及、
伊朗、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

中东欧 19
波兰、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北马其顿、
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波黑、黑山、乌克兰、白俄罗斯、摩
尔多瓦

中亚 5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二)模型构建

为系统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如何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产生影响的,本文在 Gohou 和

Soumaré[18] 、郑燕霞[15]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POVit =α1 +α2LnOFDIit +α3AGGDP it +α4LnODAit +α5EDUit +

α6URBANit +α7DEATHit +εit (1)
上式中: LnPOVit 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东道国 i 在第 t 年的贫困状况; LnOFDIit 是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中国在第 t 年对东道国 i 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同时,将产业结构 ( AGGDP it )、受援情况

(LnODAit )、人力资本水平( EDUit )、城镇化水平( URBANit )、医疗健康水平( DEATHit )作为控制

变量纳入计量模型,以全面完整的视角评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 εit 是符合基本条件的随

机误差项。
 

(三)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贫困状况( LnPOVit )。 本文中以东道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指标来度量东道国的贫困状

况。 一方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有效排除人口基数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更为真实地反映一

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该指标蕴含着社会公平与社会平等的含义,与贫困有着密切的联系。
此外,既有文献也较多地选取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度量一国的贫困状况,受到广泛认可。 具体数

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2009—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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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解释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额( LnOFDIit )。 本文中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指标来度量中国的对外投资

情况。 目前,该方面可供选取的数据主要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 对外投资本身是一

个因时而变、因势而变的动态过程,故流量数据中会出现大量的负数,不便于数据的对数化处理,因
此本文中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作为度量指标,流量数据则作为替代指标用于后文的稳健性

检验。 具体数据来源于 2009—2019 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3. 控制变量

本文中引入产业结构( AGGDP it )、受援情况( LnODAit )、人力资本水平( EDUit )、城镇化水平

( URBANit )、医疗健康水平( DEATHit )5 个控制变量。 其中:产业结构( AGGDP it )用东道国农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受援情况( LnODAit )用东道国接受全球其他国家援助净额

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 EDUit )用东道国初等教育总入学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 URBANit )用东

道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医疗健康水平( DEATHit )用东道国新生儿死亡率来衡量。 具

体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4. 中介变量

为深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减贫的作用机制,本文中选取就业水平( EMP it )和基

础设施建设情况( LnINFRAit )作为中介变量,其中就业水平( EMP it )用东道国失业人数占劳动力

总数的比例来表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LnINFRAit )则用东道国每百人移动电话订阅数来表示。
具体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主要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见表 3。
表 3　 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指标属性 数据来源

LNPOV 贫困状况 东道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 正指标 世界银行 WDI

LNOFDI 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中国对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对数 正指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AGGDP 产业结构 东道国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负指标 世界银行 WDI

LNODA 受援情况 东道国接受全球其他国家援助净额的对数 正指标 世界银行 WDI

EDU 人力资本水平 东道国初等教育总入学率 正指标 世界银行 WDI

URBAN 城镇化水平 东道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正指标 世界银行 WDI

DEATH 医疗健康水平 东道国新生儿死亡率 负指标 世界银行 WDI

EMP 就业水平 东道国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 负指标 世界银行 WDI

LNINFRA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东道国每百人移动电话订阅数的对数 正指标 世界银行 WDI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4 主要统计了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与最大值。 统计结果显示,贫困状况

的最大值为 11. 351
 

3,最小值为 0,均值为 8. 542
 

5,说明沿线国家贫困情况具有差异性,贫困程度不

一,贫富差距较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63 国直接投资水平的最大值为 15. 476
 

3,最小值为 0,均
值为 9. 481

 

2,说明中国对各个国家的投资额表现出不平衡性,由于不同国家经济体量有显著差别,
从投资额的不平衡性不能简单得出中国对外投资有明显侧重的结论。 此外,控制变量与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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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值分布情况也可从表 4 得到。
表 4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LNPOV 8. 542
 

5 1. 588
 

6 0. 000
 

0 11. 351
 

3

核心解释变量:LNOFDI 9. 481
 

2 2. 977
 

4 0. 000
 

0 15. 476
 

3

控制变量

AGGDP 0. 092
 

9 0. 082
 

2 0. 000
 

0 0. 381
 

1

LNODA 2. 278
 

1 2. 099
 

2 -1. 674
 

1 6. 415
 

0

EDU 0. 843
 

8 0. 265
 

0 0. 000
 

0 0. 998
 

9

URBAN 0. 577
 

5 0. 212
 

0 0. 164
 

3 1. 000
 

0

DEATH 0. 106
 

8 0. 096
 

9 0. 009
 

0 0. 505
 

0

EMP 0. 076
 

0 0. 058
 

6 0. 001
 

1 0. 321
 

8

LNINFRA 4. 654
 

2 0. 459
 

7 -0. 001
 

0 5. 359
 

6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本文中选择最小二乘回归方法(OLS)进行模型分析,采取单固定效应中的截面固定效应进行回

归,并且基于对面板数据稳健性的考虑,将贫困状况( LnPOVit )、对外直接投资额( LnOFDIit )与受援

情况(LnODAit)作取自然对数处理。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见表 5),核心解释变量对外投资额( LnOFDIit )与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 LnPOVit )的线性关系为正相关,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每增加 1%,东道国

人均 GDP 就可以提高 0. 032
 

2%。 这种正相关关系在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中始终保持着较强

的稳定性,并且皆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减贫效应显著,
为东道国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拉力”,对外投资最终惠及东道国广大贫困人口,使得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进一步增加,居民生活水平有所提升。
在同时引入核心解释变量与 5 个控制变量的模型中,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医疗健康水平与

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显著相关,其中,产业结构中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东道

国贫困呈负相关关系。 由于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不佳、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自然

灾害频发等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的发展并没有使广大贫困人口从中获益;医疗健康水平

的恶化不利于东道国减贫,由于生活环境恶劣、医疗水平落后、卫生设施匮乏、疾病防范意识淡薄等

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人口常常难以脱离“贫困陷阱”;有关城镇化水平与减贫之间关系的

问题目前还未有定论,根据既有的实证研究,城镇化的减贫效应可分为以下三类:城镇化对减贫有

正向效应、城镇化对减贫效应为负或不显著为正、城镇化对减贫有倒“U”型影响,大部分学者认同城

镇化可以有效减少贫困[19] 。 本文回归结果显示,东道国城镇化率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当地减贫脱贫,
在城镇化进程中,以劳动力为引领的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进而实现更高水平的土地、资本、人
才、信息、技术等资源的优化配置。

受援情况与人力资本水平对东道国人均生产总值的影响不确定,其相关系数在回归结果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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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零,但对减贫并无显著影响。 由此可见,全球援助的减贫效应远不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
原因在于:全球援助的资金流向主要针对突发事件,规模小、时效短、应急性质较强,可较好地帮助

东道国解决“燃眉之急”,但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效果相当有限。 从理论与实践来看,教育

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至关重要,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有利于劳动力就业,有利于实

现减贫脱贫,本文回归结果可能受限于统计数据的选取,为保证数据尽可能完整,仅仅使用东道国

初等教育总入学率来度量人力资本水平,这是不够全面的,故而出现了估计偏差。
表 5　 全样本回归

变量

LNPOV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LNOFDI 0. 063
 

7∗∗∗

(11. 507
 

3)
0. 049

 

6∗∗∗

(9. 209
 

2)
0. 049

 

7∗∗∗

(9. 186
 

8)
0. 049

 

8∗∗∗

(9. 189
 

9)
0. 039

 

8∗∗∗

(6. 683
 

1)
0. 032

 

2∗∗∗

(5. 291
 

8)

AGGDP -3. 594
 

3∗∗∗

(-9. 480
 

1)
-3. 587

 

9∗∗∗

(-9. 428
 

6)
-3. 583

 

1∗∗∗

(-9. 410
 

2)
-3. 246

 

7∗∗∗

(-8. 394
 

2)
-2. 719

 

2∗∗∗

(-6. 856
 

9)

LNODA 0. 002
 

4
(0. 219

 

9)
0. 003

 

0
(0. 282

 

1)
0. 007

 

2
(0. 674

 

0)
0. 005

 

4
(0. 512

 

0)

EDU 0. 056
 

0
(0. 680

 

7)
0. 066

 

3
(0. 814

 

0)
0. 059

 

5
(0. 742

 

9)

URBAN 2. 018
 

9∗∗∗

(3. 828
 

3)
1. 153

 

7∗∗

(2. 096
 

7)

DEATH -2. 141
 

6∗∗∗

(-4. 707
 

9)

个体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常数项 7. 938
 

8∗∗∗

(150. 316
 

8)
8. 405

 

9∗∗∗

(120. 423
 

0)
8. 399

 

0∗∗∗

(109. 605
 

8)
8. 349

 

4∗∗∗

(78. 920
 

4)
7. 228

 

5∗∗∗

(23. 247
 

4)
7. 990

 

1∗∗∗

(23. 095
 

7)

样本量 693 693 693 693 693 693

R-squared 0. 990
 

9 0. 992
 

0 0. 992
 

0 0. 992
 

0 0. 992
 

2 0. 992
 

5

F-test 1
 

081. 448 1
 

216. 365 1
 

195. 838 1
 

176. 718 1
 

184. 660 1
 

207. 091

　 　 　 　 注:1. ∗∗∗p<0. 01,∗∗p<0. 05,∗p<0. 1;2. 括号内表示 t 值。

(二)异质性分析

全样本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减贫有着正向影响且作用显著。 就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是否会因东道国特征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影响,以下展开异质性分析。
1. 基于文化距离视角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考察文化距离在中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减贫之间扮演何种角色,本文将 63 个国家样本进

一步划分为“文化距离远”和“文化距离近”两个部分,以“是否布局有孔子学院”作为代理变量来衡

量文化距离的远近。 孔子学院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 2018 年,全球 154 个国家(地区)建立 548 所孔子学院和 1

 

193 个孔子课堂。 回归结果显示(见
表 6),“文化距离近”的一组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而“文化距离远”的一组相关系数为正但并不

显著,这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文化距离近的国家减贫的促进作用更强。
不同组别之间产生异质性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孔子学院有利于削弱两国之间的文化壁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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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外交关系的保持。 Balkema 等在研究中表明,文化距离是对外投资方需要考虑的

重要因素,由各国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壁垒是对外投资方无可避免的问题[20] 。 孔子学院通过对汉

语学习和中华文化的普及与推广,培养了汉语人才,增进了跨国交流合作,减少了因缺乏了解而导

致的对中国的认知偏误,缩短了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让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显著提高,发挥了更

加优良的脱贫减贫作用;第二,孔子学院有助于提升当地劳动力素质。 《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

(2018)》中指出,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孔子学院在教授汉语的同时,还有侧重地发展职

业技术型教育,有针对性地培训当地学生掌握一门谋生本领[21] 。 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也能更高效地同东道国产业与人才进行匹配,进而发挥就业的减贫作用;第三,孔子学院

布局的“有无”或“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文化气质的包容程度。 以包容的态度拥抱多元文

化的国家,在经济上秉承“对外开放、互惠共赢”理念的可能性更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这类国

家也将面临较小的阻碍与较低的交易成本,更有助于减贫效应的发挥。
2. 基于地理距离视角、经济发展水平视角与洲际归属视角的异质性分析

将“一带一路”沿线 63 国按首都直线距离远近分为“距离较近”与“距离较远”两个组,回归结果显

示,两个组别的样本回归的结果同全样本回归结果差异不大,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将“一带

一路”沿线 63 国按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回归结果显示,在两种属性的国家

样本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都呈正相关,并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将“一带一路”沿线

63 国按洲际归属分为“亚洲国家”与“非亚洲国家”,回归结果显示,两个分组之间差异较小,且都通过

了 1%的显著性检验。 上述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偏向性,也
不以经济发展水平为绝对界限,而是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用“知无远近,万里

为邻”的胸怀拥抱所有具备减贫开发合作意愿、具备经济融合发展意愿的国家。
表 6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LNPOV

按文化距离划分 按地理距离划分 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 按洲际归属划分

文化距离近 文化距离远 距离较近 距离较远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亚洲国家 非亚洲国家

LNOFDI 0. 044
 

0∗∗∗

(6. 327
 

3)
0. 003

 

4
(0. 276

 

8)
0. 044

 

5∗∗∗

(4. 407
 

9)
0. 024

 

8∗∗∗

(3. 308
 

5)
0. 027

 

43∗∗∗

(3. 824
 

3)
0. 033

 

76∗∗∗

(4. 037
 

2)
0. 026

 

5∗∗∗

(3. 293
 

9)
0. 042

 

6∗∗∗

(4. 702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常数项 6. 954
 

6∗∗∗

(18. 024
 

5)
10. 855

 

6∗∗∗

(13. 411
 

5)
7. 281

 

4∗∗∗

(17. 188
 

0)
9. 154

 

3∗∗∗

(16. 104
 

4)
7. 808

 

0∗∗∗

(21. 699
 

6)
8. 058

 

1∗∗∗

(4. 511
 

6)
8. 074

 

7∗∗∗

(19. 029
 

5)
7. 900

 

8∗∗∗

(13. 111
 

3)

样本量 561 132 352 341 583 110 429 264

R-squared 0. 986
 

8 0. 996
 

9 0. 984
 

9 0. 995
 

4 0. 991
 

7 0. 969
 

2 0. 994
 

3 0. 965
 

4

F-test 673. 919 2
 

167. 300 554. 308 1
 

843. 365 1
 

079. 025 213. 490 1
 

521. 464 225. 396

　 　 注:1. ∗∗∗p<0. 01,∗∗p<0. 05,∗p<0. 1;2. 括号内表示 t 值。

(三)中介效应检验

前述研究已得出结论:中国对外直接投投资对减贫具有正向效应,该效应是否通过就业创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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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两种渠道产生作用,还需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深入分析。 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2]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构建如下计量方程:
LnPOVit =β0 +β1LnOFDIit +β2Xit +εit (2)
EMP it =γ0 +γ1LnOFDIit+γ2Xit +εit(3)
LnINFRAit = δ0 +δ1LnOFDIit +δ2Xit +εit (4)
LnPOVit = ρ0 +ρ1LnOFDIit +ρ2EMP it +ρ3LnINFRAit +ρ4Xit +εit (5)
方程(2)各项参数含义与方程(1)一致,方程(3)—(5)中的 β 、 γ 与 δ 皆为待估参数, Xit 表示

控制变量集合,包含产业结构、受援情况、人力资本水平、城镇化水平、医疗健康水平,与基准模型保

持一致, ε it 为随机误差项。 就业水平( EMP it )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LnINFRAit )分别用东道国失

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和每百人移动电话订阅数来表示。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2]改进后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现对检验步骤说明如下:第一,检验方程

(2)的相关系数 β 1,若显著则可按中介效应立论,否则按遮掩效应立论,本文全样本回归部分已实证

相关系数 β 1 结果显著,故中介效应成立;第二,分别将就业水平( EMP it ) 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LnINFRAit) 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外投资额( LnOFDIit )作为解释变量,依次对方程(3)和方程(4)的
相关系数 γ 1 和 δ 1 进行回归,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作用于东道国的就业创造和基础设施建

设;第三,将就业水平( EMP it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LnINFRAit )和对外投资额( LnOFDIit )一起作

为解释变量放入回归模型,若 γ 1、 δ 1、 ρ 2、 ρ 3 都显著,则说明间接效应显著,若 γ 1、 δ 1、 ρ 2、 ρ 3 中有一

个不显著,则需通过 Bootstrap 法进行进一步检验;第四,在第三步检验结果显示 γ 1、 δ 1、 ρ 2、 ρ 3 都显

著,那么可以进一步判断 ρ 1 的显著性,若 ρ 1 不显著,那么该模型只存在中介效应,反之则同时存在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需通过相关系数的符号来判断是部分中介效应或者遮掩效应。
中介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上述模型中的相关系数均显著,这表明,在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作用于减贫的这一过程中,就业创造与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功能,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可以直接促进东道国贫困率的降低,同时也间接通过创造就业岗位,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来

使贫困率下降。 模型分析印证了理论分析的相关说明,从就业创造方面看,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直

接投资集中于制造业与服务业部门,助力当地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促进贫困人口收入增加,稳
定了生活来源,脱离了贫穷困境;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看,“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

基础设施建设缺口,这种缺口逐渐成为减贫脱贫的首要矛盾,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产出能

力和比较优势同这部分国家的需求相匹配,通过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助力欠发达国家突破现有

瓶颈,步入经济发展自发的良性循环。
(四)进一步检验

1. 内生性问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LnOFDIit ) 并不完全是一个外生变量,投资额会受到东道国贫困情况

(LnPOVit) 或其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 为避免模型中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中以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 LnOFDIit )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一方面,
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前一期的投资额会由于“战略

惯性”进而对当期投资额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也满足外生性要求,前一期的投资额同前一期的贫困状况、政治经济环境关系更为紧密,而与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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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无关,故而不会产生由双向因果关系等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

(2SLS)回归后的结果显示(见表 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LnOFDIit )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即内

生性问题对结论造成的影响较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减贫效应这一结

论在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
表 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LNPOV EMP LNPOV LNINFRA LNPOV LNPOV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LNOFDI 0. 032
 

2∗∗∗

(5. 291
 

8)
-0. 005

 

6∗∗∗

(-7. 450
 

9)
0. 024

 

8∗∗∗

(3. 962
 

5)
0. 025

 

0∗∗

(2. 428
 

0)
0. 031

 

7∗∗∗

(5. 229
 

1)
0. 023

 

9∗∗∗

(3. 833
 

8)

EMP -1. 307
 

1∗∗∗

(-4. 102
 

0)
-1. 369

 

8∗∗∗

(-4. 313
 

5)

LNINFRA 0. 059
 

4∗∗

(2. 547
 

7)
0. 066

 

2∗∗∗

(2. 873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常数项 7. 990
 

1∗∗∗

(23. 095
 

7)
0. 161

 

0∗∗∗

(3. 750
 

6)
8. 200

 

6∗∗∗

(23. 736
 

6)
2. 822

 

7∗∗∗

(5. 254
 

9)
7. 724

 

8∗∗∗

(21. 467
 

3)
7. 914

 

9∗∗∗

(22. 134
 

1)

样本量 693 693 693 693 693 693

R-squared 0. 992
 

5 0. 914
 

6 0. 992
 

7 0. 721
 

6 0. 992
 

5 0. 992
 

8

F-test 1
 

207. 091 98. 273 1
 

220. 013 24. 179 1
 

200. 158 1
 

216. 712

　 　 　 　 注:1. ∗∗∗p<0. 01,∗∗p<0. 05,∗p<0. 1;2. 括号内表示 t 值。

表 8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LNPOV

LNOFDI 0. 022
 

3∗∗∗

(2. 811
 

9)

AGGDP -3. 358
 

2∗∗∗

(-7. 563
 

8)

LNODA 0. 000
 

6
(0. 052

 

2)

EDU 0. 043
 

2
(0. 574

 

5)

URBAN 0. 757
 

0
(1. 277

 

6)

DEATH -0. 707
 

0
(-1. 400

 

9)

常数项 8. 260
 

7∗∗∗

(22. 743
 

0)

样本量 630

R-squared 0. 993
 

5

F-test 1
 

257. 258

　 　 注:1. ∗∗∗p<0. 01,∗∗p<0. 05,∗p<0. 1;2. 括号内表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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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文章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取分别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

行稳健性检验,同时控制相应的控制变量进行最小二乘回归( OLS)。 第一,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在

全样本回归模型中将核心解释变量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替换为流量。 第二,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全样本回归模型中将被解释变量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替换为人均国民收入,再分别对替换后的

模型进行逐步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见表 9、表 1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LnOFDIit )的减贫效应在

每一步骤的回归中皆在 1%的水平下显著成立,其相关系数符号也没有发生变化。 改变核心解释变

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并未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减贫之间的关系,最终的研究结

论具有稳健性。
表 9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LNPOV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LNOFDI
0. 010

 

1∗∗∗

(4. 437
 

3)

0. 009
 

4∗∗∗

(4. 561
 

1)

0. 009
 

3∗∗∗

(4. 527
 

1)

0. 009
 

4∗∗∗

(4. 544
 

5)

0. 008
 

4∗∗∗

(4. 216
 

7)

0. 008
 

7∗∗∗

(4. 519
 

2)

AGGDP
-4. 505

 

5∗∗∗

(-11. 788
 

1)

-4. 508
 

9∗∗∗

(-11. 768
 

8)

-4. 504
 

4∗∗∗

(-11. 750
 

2)

-3. 609
 

2∗∗∗

(-9. 241
 

0)

-2. 813
 

7∗∗∗

(-7. 065
 

5)

LNODA
-0. 001

 

8

(-0. 156
 

3)

-0. 001
 

0

(-0. 090
 

0)

0. 008
 

5

(0. 775
 

8)

0. 006
 

8

(0. 643
 

7)

EDU
0. 059

 

7

(0. 069
 

23)

0. 078
 

7

(0. 946
 

7)

0. 069
 

5

(0. 862
 

6)

URBAN
3. 416

 

7∗∗∗

(7. 039
 

6)

1. 873
 

5∗∗∗

(3. 547
 

9)

DEATH
-2. 836

 

9∗∗∗

(-6. 431
 

3)

常数项
8. 480

 

8∗∗∗

(551. 995
 

8)

8. 903
 

6∗∗∗

(231. 451
 

5)

8. 908
 

1∗∗∗

(185. 582
 

4)

8. 855
 

3∗∗∗

(98. 309
 

1)

6. 767
 

4∗∗∗

(21. 898
 

2)

7. 897
 

1∗∗∗

(22. 743
 

1)

样本量 693 693 693 693 693 693

R-squared 0. 989
 

3 0. 991
 

2 0. 991
 

2 0. 991
 

2 0. 991
 

9 0. 992
 

4

F-test 919. 861 1
 

106. 263 1
 

087. 552 1
 

070. 192 1
 

136. 728 1
 

192. 949

　 　 　 　 　 注:1. ∗∗∗p<0. 01,∗∗p<0. 05,∗p<0. 1;2. 括号内表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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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替换被解释变量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LNPOV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LNOFDI 0. 062
 

6∗∗∗

(12. 378
 

4)
0. 052

 

6∗∗∗

(10. 397
 

0)
0. 052

 

9∗∗∗

(10. 414
 

4)
0. 053

 

0∗∗∗

(10. 424
 

9)
0. 041

 

2∗∗∗

(7. 416
 

2)
0. 033

 

7∗∗∗

(5. 955
 

8)

AGGDP -2. 546
 

7∗∗∗

(-7. 152
 

0)
-2. 527

 

6∗∗∗

(-7. 075
 

0)
-2. 520

 

9∗∗∗

(-7. 055
 

1)
-2. 121

 

9∗∗∗

(-5. 887
 

4)
-1. 604

 

6∗∗∗

(-4. 350
 

6)

LNODA 0. 007
 

0
(0. 699

 

5)
0. 008

 

0
(0. 789

 

5)
0. 012

 

9
(1. 296

 

5)
0. 011

 

1
(1. 137

 

7)

EDU 0. 077
 

2
(1. 000

 

4)
0. 089

 

4
(1. 178

 

7)
0. 082

 

8
(1. 111

 

4)

URBAN 2. 395
 

3∗∗∗

(4. 874
 

2)
1. 547

 

0∗∗∗

(3. 022
 

7)

DEATH -2. 099
 

9∗∗∗

(-4. 963
 

5)

常数项 7. 877
 

9∗∗∗

(163. 290
 

0)
8. 208

 

9∗∗∗

(125. 216
 

9)
8. 188

 

2∗∗∗

(113. 815
 

6)
8. 119

 

8∗∗∗

(81. 784
 

7)
6. 789

 

9∗∗∗

(23. 434
 

3)
7. 536

 

7∗∗∗

(23. 423
 

4)

样本量 693 693 693 693 693 693

R-squared 0. 984
 

6 0. 985
 

8 0. 985
 

8 0. 985
 

8 0. 986
 

3 0. 986
 

8

F-test 638. 145 679. 058 688. 075 657. 968 672. 066 687. 588

　 　 　 　 　 注:1. ∗∗∗p<0. 01,∗∗p<0. 05,∗p<0. 1,2. 括号内表示 t 值。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中基于 2009—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 63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最小二乘估计法(OLS)

实证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按照样本国家不同的特征进行创新性的分样本回归分

析,并采取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进一步研究直接投资的减贫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拉力”,显著地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人口的减少;(2)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效果更为优良,而对于“文化距离远”的国家影响

并不显著;(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作用在距离远近不同的国家间、地理区域不同的国家间、经

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没有显著差异;(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挥减贫作用的过程中,就业创

造与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功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通过创造就业岗位与

完善基础建设“双渠道”,提升东道国的自生能力,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以上研究结论均通过稳健性检验,具有参考意义。

据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以就业岗位创造为本。 在降低中国企业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的

前提下,使投资进一步流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产业、行业、企业,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

的福祉。 第二,以人才培训为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进一步重视跨国人力资本合作,充分认识孔

子学院在东道国减贫中所扮演的角色,结合当地经济基础、产业结构、比较优势等实际情况,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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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素养、培养职业技能人才为导向解决贫困问题。 第三,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 将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划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的优先项目,使资金的融通和使用有所倾斜,在对外

直接投资中有意识地增加对东道国道路建设、轨道交通、供水供电、通讯设施的投资比重,加快欠发

达国家的基础设施由分散的“点” 连成“线”、聚成“面”,形成网络效应,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

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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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 s
 

direct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 Belt
 

and
 

Road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cooperation
 

areas
 

have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has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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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eepen.
 

In
 

this
 

context 
 

does
 

China􀆶 s
 

OFDI
 

have
 

a
 

good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Do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vary
 

heterogeneously
 

by
 

country
 

attribute 
 

And
 

through
 

what
 

channels
 

and
 

mechanisms
 

is
 

this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transmitted 
 

The
 

answers
 

to
 

this
 

series
 

of
 

questi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63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09
 

to
 

2019 the
 

63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have
 

been
 

broadly
 

divided
 

into
 

six
 

sectors 
 

according
 

to
 

the
 

regions
 

to
 

which
 

they
 

belong.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conometric
 

model
 

related
 

to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China􀆶 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host
 

country 
 

and
 

adopts
 

the
 

method
 

of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to
 

explore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direct
 

investm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hina􀆶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ducing
 

the
 

poverty
 

rate
 

of
 

the
 

host
 

country 
 

bringing
 

a
 

strong
 

􀆵pull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contributing
 

to
 

the
 

reduction
 

of
 

poverty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no
 

clear
 

geographic
 

bias
 

in
 

this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nor
 

does
 

it
 

take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s
 

an
 

absolute
 

limit.
 

Measuring
 

cultural
 

distance
 

using
 

􀆵whether
 

there
 

is
 

a
 

Confucius
 

Institute 
 

as
 

a
 

proxy
 

variable 
 

the
 

effect
 

is
 

better
 

in
 

countries
 

that
 

are
 

􀆵culturally
 

close 
 

and
 

not
 

significant
 

in
 

countries
 

that
 

are
 

􀆵culturally
 

distant .
 

The
 

mediation
 

effects
 

analysis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s
 

OFDI
 

playing
 

a
 

role
 

in
 

poverty
 

reduction 
 

job
 

cre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ve
 

assumed
 

part
 

of
 

the
 

function
 

of
 

intermediary
 

effects.
 

Through
 

these
 

two
 

mechanisms 
 

the
 

self-generating
 

capacity
 

of
 

the
 

host
 

economy
 

is
 

effectively
 

enhanced.
 

Through
 

the
 

􀆵 dual
 

channels 
 

of
 

job
 

cre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China
 

has
 

enhanced
 

the
 

self-sustainability
 

of
 

host
 

countries
 

and
 

brought
 

a
 

continuous
 

impetu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which
 

has
 

entered
 

into
 

a
 

virtuous
 

cycle
 

of
 

development.
 

Autonomous
 

poverty
 

reduction
 

can
 

be
 

achieved
 

by
 

focusing
 

on
 

capacity
 

building
 

for
 

poor
 

groups
 

and
 

tapping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potential
 

markets
 

in
 

poor
 

area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is
 

􀆵 blood-creation  
 

approach
 

to
 

poverty
 

reduction
 

is
 

more
 

long-term
 

and
 

sustainable
 

than
 

the
 

􀆵 blood
 

transfusion 
 

approach 
 

which
 

is
 

oriented
 

towards
 

enhancing
 

self-reliance.
 

In
 

order
 

to
 

avoid
 

endogeneity
 

problems
 

in
 

the
 

model
 

from
 

influencing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re-regressing
 

the
 

first-order
 

lagged
 

term
 

of
 

China􀆶 s
 

OFDI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the
 

original
 

conclusions
 

are
 

still
 

vali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nclusion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article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replacing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respectively
 

to
 

carry
 

out
 

the
 

robustness
 

test 
 

and
 

the
 

final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re
 

robust.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flow
 

of
 

China􀆶 s
 

OFDI
 

and
 

promote
 

poverty
 

reduction
 

cooperation
 

by
 

taking
 

job
 

creation
 

as
 

the
 

basis 
 

talent
 

training
 

as
 

the
 

source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s
 

the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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